论明代福建民间与官方的台湾印象 by 陈思
论明代福建民间与官方的台湾印象
陈 思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0）
福建与台湾不但在地理上唇齿相依，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早期历史岁月中，福建人
民便已不断地跨越海峡前往台湾，与当地人民产生交往接触，乃至在当地定居生活，从而逐渐
形成了对台湾的历史印象。 到了明代，随着福建地方海洋文化的日渐成熟发展，其对台湾的观
感也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 海商或海盗，民间或官方，福建透过自身海洋发展的视角，构
筑起一个愈发清晰鲜明的明代台湾印象。
关于明代福建对台湾的认识和印象，过去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如台湾著名学者方
豪的《早期台湾史纲》、曹永和的《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等著作中，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讨
论。 但由于过去有关明代及以前台海地区的史料记载较少，且对台湾的记载远不如澎湖详细，
因此总体而言，尚未就该问题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描述。 近年来，在台湾学者的努力下，如荷
兰东印度公司官方档案等不少明代台湾新史料相继被发掘， 早期台湾史研究也重新开始被学
术界关注。 而大陆方面不少学者如徐晓望、陈小冲等，也在持续搜集相关史料。 如姚旅的《露
书》、周婴的《东番记》、张燮的《霏云居续集》等当年不为人所熟知的明代人对台记录，开始被大
陆学者利用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认为在现有的新
史料、新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有条件、有必要对明代福建人的台湾印象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
细致的研究，以求掌握其印象的演变过程与具体特点，这对我们了解当时闽台关系的实际性质
与发展状况，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明以前福建对台印象的建构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省内大部分地区为山地丘陵，适合耕种的平原面积十分狭小，
作者简介：陈思（1984~ ），男，福建厦门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2011”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历史文化认同融合研究”（16JJDGAT002）。
要要摘要要： 进入明代后，随着福建民间赴台活动的迅速发展，其人员在台湾的活动逐渐成为
福建对台印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让福建方面的立场由明代之前的外部观察者，一步步转
变为局中关系人，并导致了民间和官方对台印象的二重性。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冲突与互
动，持续推动着福建的对台印象从模糊走向清晰，由消极走向积极。 明代福建民间与官方台湾
印象转变的背后，实际上是闽台关系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反映，而这同时也在进
一步推动着闽台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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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决定了当地、特别是当地沿海地区显示出有别于其他内陆省份的
发展走向。 由于福建的农业发展潜力有限，随着唐宋以来当地人口的逐步增长，粮食紧缺的问
题愈发严重。 为了摆脱这种生存压力，福建人民就必须求助于商业的力量，即依靠商品贸易赚
取金钱，然后用于从外部输入粮食。 “对福建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是由于生存的需要。 ”［1］福建人
民利用自身临海的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将其打造成为福建经济的一大支柱，“饶心计与健
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 盖富家以赀，贫人以
佣，输中华之产，驰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 故民乐之。 ”［2］高度发展的民间海洋商
业文化，也让福建方面习惯于用海上贸易往来的视角对周边地区进行审视，当地航程几许、物
产多寡、人情冷暖等情况往往成为其十分关注、印象深刻的问题。 而对与其仅一水之隔的台湾
的历史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建构起来的。
在南宋时期福建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所编撰的《诸蕃志》中，对台湾（流求）商贸情况有
着这样的记载，流求“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无他奇货，尤好剽掠，故商贾不通。土
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今属菲律宾）。 ”［3］
到了元代，著名旅行家汪大渊先后两次从泉州乘商船出海游历各地，后将见闻著成《岛夷
志略》一书，而该书中对台湾的相关记载则呈现出了新的变化：
地产沙金、黄荳、黍子、硫黄、黄蜡、鹿、豹、麂皮。 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
处州磁器之属。 ［4］
对比两书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福建与台湾贸易的明显发展。 根据《诸蕃志》的说
法，虽然南宋时期台湾的土产已经开始向菲律宾出口，但福建方面依然认为当地“无他奇货”。
而《岛夷志略》中对台湾土产的记载不但更加详尽，更明确了当时福建商人为了交换这些土产
而带去的“贸易之货”。 随着福建海洋商业文化的发展，相比南宋时期的“商贾不通”，元代的台
湾已经被福建海商纳入到其贸易商路范围之内，俨然将台湾视为东洋航路起点的说法。［5］不过，
截至到明代之前，福建方面对台湾的印象总体上依然是比较简略模糊的，且以间接印象为主。
在汪大渊《岛夷志略》问世之前，“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
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 ”［6］直到进入明代之后，福建方面的对台印象建构才开始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
二、明代福建民间对台印象的新变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海洋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相比唐宋元时期的开放政策，明官方出于海
防安全的考虑，立国伊始便实施强硬的海禁体制，全面禁绝民间海上贸易和海洋活动，这对以
海洋为根本的福建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毕竟“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
甚。 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 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
然”，［7］为了生存和发展，当地人民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了对抗官方禁令的道路，于是走私贸易与
海盗活动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福建民间海上活动的主导。
随着时势的变化，福建方面的对台印象也进一步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明代以前的台湾在福
建人看来还只是本地海商所造访的诸多贸易地区之一的话，那么进入明代后，台湾则以其特殊
的自然地理条件，逐步成为福建民间眼中在官方禁令下求得海洋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出路。由于
明代官府为配合海禁而推行“迁民墟地”的海洋收缩政策，主动放弃东南沿海诸多岛屿，反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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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给予了民间海上势力新的活动空间。 如明给事中何楷（福建晋江人）所言：
（海盗）其窟为何？ 台湾是也。 台湾在彭湖岛外，水路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
初，贫民时至其地，规渔盐之利。 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 ［8］
从何楷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到了明代时期，地处海中，官方“兵威不及”的台湾，已经成为
了福建走私海商和海盗眼中逃避缉拿的绝佳藏身之所。而且令人注意的是除了盗贼据点之外，
明代福建对台印象中还增添了另一个新的成分，那便是福建贫民“时至其地，规渔盐之利”的场
所，这是由于明代官方的海禁政策本质上是对民间海洋活动的全面禁止，不单是海上贸易，就
连沿海渔民正常的捕鱼活动也在被禁之列。 所谓“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 百八十年以
来，海滨之民，生齿蕃息，全靠渔樵为活，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犯禁。 ”［9］因此为求生
计，福建渔民自然也逐渐将赴台采捕视为出路所在。 至少从明代中叶开始，有着丰厚乌鱼资源
的台湾南部北港渔场已为福建渔民所发现，并成为后者大规模活动的场所。 ［10］福建巡抚黄承玄
便曾指出：“至于濒海之民，以渔为业；其采捕于彭湖、北港之间者，岁无虑数十百艘。 ”［11］
经过民间长期的反海禁斗争，明官方终于认识到海禁体制的诸多弊端，遂于 1567 年在福
建漳州月港初步开放民间海上贸易。然而这种开放依然存在着明显局限：“而特严禁贩倭奴者，
比于通番接济之例。 ”［12］ 这导致当时利润最为丰厚的中日贸易还是被排除在合法贸易范围之
外，这自然无法满足福建人民的需求。 因此后者依然继续从海上贸易往来的视角出发，积极寻
找着从事中日走私贸易的途径。由于从福建直接前往日本贸易会遭遇官府的严密缉查，所以福
建海商多采取利用第三地进行转运的走私方式，加上月港开港后，福建官方已允许船只合法前
往台湾的鸡笼、淡水、北港等地，且规定较为宽松。 因此在这过程中，福建海商眼中台湾的定位
印象也进一步明确清晰起来，那便是担当中日走私贸易的中转站角色。如曾任福建巡抚的许孚
远所言：
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引，驾使鸟船，称往福
宁载铁，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13］
随着福建方面赴台活动的日趋频繁、人数的逐步增加，其原先以简略模糊的间接印象为主
的对台印象， 也逐渐加入了更多较为准确清晰的直接印象。 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莫过于 1602
年福建连江学者陈第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亲身见闻所著成的《东番记》一文，文中对闽台民间往
来状况及台湾土著民情的了解，显然又比明代以前更上了一层：
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
淡水、双溪口、咖喱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 ……
居山后，始通中国，今则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
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间遗之故衣，喜藏之，或见华人衣着，旋复
脱去，得布亦藏之。 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为易简云。 ［14］
过去，福建方面对台湾土著的历史记忆，基本停留在《诸蕃志》等文献中“尤好剽掠”、“他国
之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15］的凶恶排外的脸谱化印象，但在明代福建漳州、泉州等地
对台贸易“今则日盛”的背景下，福建人民开始频繁地与台湾土著接触，乃至翻译其语言，与之深
入交流，因此《东番记》中的后者形象便显得更加丰满。 陈第笔下的台湾土著尽管并无穿着衣冠
的习俗，但对于福建人赠予的旧衣服依然十分珍重，或“喜藏之”，或专为与前者见面而“一着”，无
不体现出他们的淳朴好客。 这些与传统印象截然不同的表现，让福建人对台湾土著的好感陡然
上升，甚至担忧其太过单纯，日后如被“奸人又以滥恶之物欺之，彼亦渐悟，恐淳朴日散矣。 ”［16］
不过，台湾的风土人情其实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地方的土著居民其特质也不尽相同。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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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福建人民与台湾土著接触的进一步深化，到了 1617 年，在福建龙溪人张燮参考月港等地
海商见闻所撰之《东西洋考》中，对台湾土著形象的描绘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出现了“淡水人”
“鸡笼人”等之别：
交易：夷人舟至，无长幼皆索微赠。淡水人贫，然售易平直。鸡笼人差富而悭，每携货易
物，次日必来言售价不准，索物补偿；后日复至，欲以元物还之，则言物已杂，不受也。 必迭
捐少许，以塞所请；不则，喧哗不肯归。 ［17］
而在同一时期福建莆田旅行家姚旅的作品《露书》中，则指出了台湾北港一带土著的危险性：
（北港）其人散居，无君长，惟甲长之类为头目。 中国十人以下至其地，则彼杀之。 五十
人以上，则彼闭户而避。 我捕鱼、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赠甲长土宜。 ［18］
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在这一时期，福建方面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笼统地将台湾看成是一个
共同的印象整体，而是开始对台湾各地的印象加以细化区分。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对各地贸易价
值的印象上。 经过长期的走私贸易活动，福建海商已经对台湾各地港口的情况基本了然于胸，
并且对当中位于台湾南部的大员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视其为从事对日走私贸易的最佳
港口，正如他们对后来侵占大员的荷兰殖民者所说的那样：
只要能让他们（指福建海商）赚一点点，我们就不致缺货了。因为此地（指大员）的位置
比任何其他地方对他们都更好，航行时间短，而且对于暴风和海盗的攻击，航来此地也比
去其他地方都更安全。 ［19］
通过观察明代福建民间对台印象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发现相比前代，明代福建人在台的
活动无论是在数量、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在台走私海商、渔民
和海盗群体，让福建人对台湾的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后者在福建民间的印象逐渐由
感性而理性，由片面而全面，由概论而细分，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确
定位的福建民间对台印象，这又反过来指导着福建民间对台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而闽台关系就
在这种背景下逐步深化，乃至影响着福建官方的对台印象和决策。
三、明代福建官方对台印象
与民间相比，明代福建官方对台印象的建构则经历了另一个不同的过程。如果说福建民间
由于发达海洋商业文化的影响，会积极主动地站在海上贸易往来的视角上去认识台湾，建构对
台印象的话，那么福建官方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其主要关注点则是维护沿海地区的海防
安全， 这一点在奉行海禁政策的明代体现得尤为明显， 也导致其看待海洋的眼光趋于封闭保
守，乃至实施迁民墟地，主动放弃澎湖等沿海岛屿，而对于深入海中，官方势力难及的台湾就更
是缺乏认识了解的动力。因此明代福建官方对台印象的逐步建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福
建人民在台活动与闽台民间关系发展的影响下，最终被动完成的。
在海禁体制下，相当长时期内明代官方对于台湾的印象都是十分模糊单薄的，明代前期的
一些重要海图如《郑和航海图》等，甚至都未标明台湾的位置。 ［20］但进入明代中期后，由于福建
等地民间走私海商与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已经对东南海防局势形成了巨大冲击。为了更好地分
析敌情，打击海盗，官方不得不对现有的海防体系进行重新检讨，将台湾等原先并不重视，如今
却已沦为“盗窟”的岛屿纳入其视野。因此在明代中后期绘制的福建海防图册中，已经开始重视
对台湾情况的描绘，如绘成于明嘉靖年间的著名海防地图《万里海防图》的福建部分中，便已清
晰标注了鸡笼、湛水（淡水）、北港等台湾地名，［21］显示此时官方已将台湾视为整个福建海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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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一部分。 《万里海防图》等许多海防地图，不但以福建部分为重点，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
征：其构图方式并非如今传统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指向，而是将陆地绘于下方近处，将海洋与
海中岛屿置于上方远处展开，也就是站在福建陆地的视角上，抱着防范海洋的心态去审视台湾
等岛屿，这就是明代福建官方的对台印象建构方式。
从根源上看，明代福建官方对台印象的建构，是针对民间在台走私和海盗活动已经发展到
相当程度这一情况所做出的应对，其背后反映的是官方与民间的矛盾冲突，该对立也不可避免
地导致了福建对台印象的二重性。 在福建民间看来， 台湾是其从事海上贸易等活动的重要据
点，是其在海禁体制下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出路与希望所在；但在官方眼中，台湾则是走私海商、
海盗等违法份子聚集的“盗窟”，是福建海防安全的严重潜在威胁，必须想方设法予以解决，所
谓“今欲靖匪氛，非墟其窟不可。 其窟维何？ 台湾是也。 ”［22］
而且，福建官方所深切担忧、欲靖之而后快的台湾之“匪”，实乃福建等地民间赴台之“匪”。
那些台湾的土著居民，尽管其中亦有凶暴好杀、残害福建平民者，如姚旅所述“中国十人以下至
其地，则彼杀之”的北港土著等，却因其“惟性畏航海，故不与诸夷来往，自雄岛中”，［23］而不为福
建当局所忌。 如福建浯屿把总沈有容便认为台湾土著“性如鸟兽，不为寇钞；倘拆而没于倭，捐
野鹿而傍豺狼，为内地忧不少。 ”［24］可见是否“为内地忧”，直接影响着明代福建官方对在台人民
印象的建构。 而以台湾为据点，频繁袭扰东南沿海的福建海盗，自然是官方对台产生严重负面
印象的一大根源，也驱动着后者进行应对。
但在当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将福建官方的海防范围扩大到台湾，实践上却面临着各种
困难。 如 1563年，福建总兵俞大猷追击海盗林道乾至台湾，却“侦知港道纡回，水浅舟胶，不敢
逼迫，留偏师驻澎岛，时哨鹿耳门外，徐俟其弊。 ”［25］1602年，又有倭寇盘踞台湾为患，沈有容欲
率明军前往清剿，亦遭到周围反对：“有谓不奉明文，径情专擅者；有谓贼住东番，非我版图者；
有谓隆冬多风，不宜渡海者；有谓外洋剧贼，未易卒破者”。 ［26］可见，在福建官方眼中，台湾虽然
是盗贼巢穴，然而其远在外洋、地方情况复杂，劳师深入多有风险；且当时福建省尚未在台湾建
立行政管辖机构，如对“非我版图”之地贸然发兵征剿，未免有“径情专擅”之嫌。 由于这些印象
的影响，明代中前期的相当长时间内，福建官方对于台湾的态度总体上是消极的“防”而非积极
的“治”，即只是被动地防御自台湾而来的威胁，盗至则战、盗走则安，而不打算去主动地经略治
理台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直到 16世纪末 17世纪初，在台湾海峡局势变化的刺激下，福建官
方才开始逐渐调整视角，尝试对其眼中的台湾印象进行重新建构。
16世纪末以来， 中国的周边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邻日本自国内实现初步统一
后，很快踏上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不但于 1592 年出兵入侵朝鲜，对台湾也虎视眈眈，不时派人
前往窥探侵扰，这让福建官方深感威胁，不得不增加其在海防上的投入，将明初放弃的澎湖等
地重新纳入到防卫圈内，所谓“朝鲜告变，倭且南侵，议者谓不宜坐弃澎湖，因设兵往戍之。 ”［27］
随着海洋防线的推进和日本威胁的上升， 台湾也逐渐成为福建官方眼中的海防前哨，“其地去
漳最近，故倭每垂涎，闽中侦探之使，亦岁一再往。 ”［28］进入 17 世纪后，台湾海峡又成为了西方
殖民者入侵的重要对象。 荷兰于 1604、1622 年两度侵占澎湖，后又于 1624 年转据台湾南部大
员一带；西班牙亦于 1626 年侵占台湾北部，与荷兰分庭抗礼。 福建的周边海洋地区，逐渐沦为
外国侵略者角逐的场所。在这种严峻海防形势的刺激下，福建官方终于开始摈弃过去的保守观
念，从更加积极的视角对台湾印象进行重新建构，而这当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其经略台湾,
在当地建立行政管辖的计划，这一点在姚旅的《露书》中，已经有所提及：
闽抚院以其地（北港）为东洋、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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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明末福建官方眼中，台湾已成为应驻军屯守的重要防区。随着荷兰、西班牙相继入
侵台湾，这一印象也进一步深化，最终让其产生了在当地建立郡县的想法。 这一想法甚至也影
响到了明朝中央，如明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组绶便站在福建地方的立场上，大力论述在台湾建立
行政管辖的必要性：
淡水一带，自白狗山对过迆南至澎湖相望，有四府之宽，直可如崇明设府县，皆闽人浮此
互市，今为佛郎（西班牙）所据，守此则四府可欺，东南夷之患此地，不早图之，为福府梗。 ［30］
而且，福建官方在台湾建立郡县进行管辖的出发点实际上并不单一，除外部形势的变化之
外，明末闽台民间关系发展之密切，已超出了福建官方所能阻止的范围，这让后者不得不接受
现状，寻求将这一关系纳入其管理体制之下。 如明天启年间周婴所著的《东番记》（非陈第《东番
记》）中就出现了如下的叙述：
泉漳间民渔其（台湾）海者什七，薪其岭者什三。 言语渐同，嗜欲渐一，唯以雕饰之物，
欺诱其情，异海翁之狎鸥，等狙公之赋芋，疆场喜事之徒，爰有郡县彼土之议矣。 ［31］
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明末福建人赴台活动已成为普遍现象，与台湾土著之间的交
流也日渐频繁， 导致双方矛盾纠纷明显增加， 因此福建官方开始考虑在台湾设立郡县加以管
理。这表明福建官方对在台福建人的印象已经从过去那种应该进行驱除的对象，转变为应该加
以管理的对象，成为福建官方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的重要理由之一，可见当时福建官方对台印
象的建构，已不再以单纯的海防军事角度作为出发点，而开始具备了行政治理方面的视角。
更重要的是， 福建官方意欲管理的对象不只是在台湾的福建人， 也包括了与前者往来频
繁、多有纠纷的当地土著，可见随着闽台民间关系的愈发密切，福建眼中的台湾印象，已逐渐走
向“内地化”。 从陈第《东番记》中的台湾“合其诸岛，庶几神州一县”，到周婴《东番记》中的闽台
人民“言语渐同，嗜欲渐一”，这种区别界限的模糊化，也导致了福建官方对台湾土著的印象转
变。原先对后者与福建人之纠纷甚至杀戮不加管束，是因在其眼中事发之地远在台湾，不“为内
地忧”；但随着台湾的“内地化”，福建官方也开始逐渐将台湾事务视为自己的管辖范围了，虽然
从整个台湾历史上看，这种“内地化”还仅仅处在一个最初的阶段，但这毕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开始，也导致了明代福建官方对台印象开始发生关键性的转变。
而且，明末福建官方对台印象的变化，也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化”的结果。 虽然福建民
间的海洋势力尤其是走私海商和海盗势力，一向与官方处在对立立场，但随着明末官方力量的
衰落腐朽，其对前者的征剿也逐渐力不从心，因此许多时候被迫改用“招抚”之策，企图将他们
拉入官方体制之内，反过来利用其力量维护福建的海洋秩序与安全，因此在民间甚至流传起了
“作贼得财，并可得官”之语。 ［32］在福建官方的招抚下，不少与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关系密切的
民间人士获得了官员的身份，相比传统的福建官员，这些人士看待台湾的视角自然更加“民间
化”，也更能利用民间的力量，因此对台印象也更加积极正面，而他们的看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其他官员。 如福建水师右翼军统领赵秉鉴（又名赵若思，福建漳浦人）早年便交结盗贼，曾
谋反未遂，任职后依然与海盗过从甚密，并向福建官方提议攻取台湾：
（秉鉴）初焉招贼充兵，后竟连兵作贼，外结东番逆酋为援，内纠漳泉叛民为党，建议袭
取东番，实启兵端。 以图叵测。 ［33］
在有着鲜明盗贼色彩的赵秉鉴眼中， 台湾是作为根据地的最佳场所，“翻念安顿处所莫如
东番”，［34］所以建议福建官方将当地纳入治下，这显然是从民间海盗视角出发所建构的对台印
象，而且当时其还颇受福建官方的信任，所谓“主事者初在系縻，后以为其才足任，不觉信之深
矣。 ”［35］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福建官方开始出现经略台湾思想的时期，这两者之间恐怕不能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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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联系。 非但如此，赵秉鉴还联合沈国栋、杨钟国等海盗，加上厦门把总林志武、澎湖把总方
舆等官员，在台湾筑城“赤勘”，［36］迈出了福建官方经略台湾的实质性一步。 虽然赵秉鉴本人后
于 1618 年因不法被诛，而其意图攻取台湾也主要是出于个人的阴谋动机，但这种将台湾纳入
管辖计划的提出与官民联合经略台湾模式的实践， 依然为日后福建官方对台印象与决策的建
构提供了先例。
在明末接受福建官方招抚的诸多民间海商、海盗中，最大名鼎鼎的便是郑芝龙，而他与台
湾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对郑芝龙而言，台湾不但是他早年起兵的根据地，同时也是他的重要贸
易据点，因此其受抚后，自然也会将其对台印象传播给福建官方，促动其采取积极行动。 如崇祯
初年福建发生饥荒，郑芝龙便联合福建巡抚熊文灿，将大批饥民载往台湾屯垦，“其人以衣食之
余，纳租郑氏”，［37］这是官民联合经略台湾模式的又一次实践。 可见明末开始确立的福建官方对
台新印象，已从思想理论建构逐渐步入实践验证阶段。
总之，在周边外来侵略加剧、台湾“内地化”、官方“民间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福建官方的对
台印象已经发生了相当明显的转变， 对台湾的印象从难以顾及的远洋外岛到应驻军屯守的海
防前哨，对在台人民的印象从违法逃亡的奸民到应设郡县管理的子民，并开始尝试以实践来验
证其印象，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间对台活动与闽台关系的发展。 可惜此
时的明政权已经步入灭亡前夕，已经没有时间和能力实现其将台湾纳入治下的计划，将这些印
象再次深化提高了。
综上所述，早期福建的对台印象建构，还仅仅是站在一个他者的角度，从外部去看待台湾；
但进入明代后，特别是到了明代末期，随着福建民间赴台活动的迅速发展，其人员在台湾的活
动也逐渐成为福建对台印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让福建方面的立场由一个外部的观察者，
一步步转变为一个局中的关系人，并导致了民间和官方对台印象的二重性。双方在这一问题上
的长期冲突与互动，持续推动着福建人眼中台湾印象的深入建构与更新，其对台湾、在台人民
的印象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由消极走向积极。 明代福建人眼中台湾印象转变的背后，实际上
是闽台关系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而这同时也在进一步推动着闽台关系的
发展。
注释：
[1]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137 页。
[2]参见崇祯《海澄县志》卷 11“风土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 页。
[3]（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29），第 37 页。
[4]（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琉球，《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29），第 76 页。
[5]参见曹永和：《早期台湾的开发与经营》，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上册，第 118 页。
[6]（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
[7]（明）许孚远：《敬和堂集》卷 4《疏通海禁疏》，明万历刊本，第 27 页。
[8]（清）张廷玉：《明史》卷 323，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378 页。
[9]（明）王忬：《王司马奏疏·条处海防事宜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 283，第 2993 页。
[10]参见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1]（明）黄承玄：《条陈海防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 479，第 5271-5272 页。
[12]（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7，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32 页。
[13]（明）许孚远：《敬和堂集》卷 4，《疏通海禁疏》，明万历刊本，第 27 页。
[14]（明）陈第：《东番记》，《闽海赠言》卷 2，《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4），第 26、27 页。
[15]（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琉球，《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29），第 76 页。
陈思：论明代福建民间与官方的台湾印象
·11·
闽台文化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 蔡惠茹〕
[16]（明）陈第：《东番记》，《闽海赠言》卷 2，《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4），第 27 页。
[17]（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5，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07 页。
[18]（明）姚旅：《露书》卷 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11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第 703 页。
[1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5 年 3 月 7 日，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 年，第 199 页。
[20]参见《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8 页。
[21]《万里海防图》，《浙江古旧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 年，第 76-77 页。
[22]（清）张廷玉：《明史》卷 323，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378 页。
[23]（明）屠隆：《平东番记》，《闽海赠言》卷 2，《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4），第 22 页。
[24]（明）黄凤翔：《靖海碑》，《闽海赠言》卷 1，《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4），第 11 页。
[25]（明）高拱乾：《台湾府志》卷 1，《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一辑（01），第 2 页。
[26]（清）陈第：《舟师客问》，《闽海赠言》卷 2，《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4），第 29 页。
[27]（明）何乔远：《闽书》卷 40，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989 页。
[28]（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5，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06 页。
[29]（明）姚旅：《露书》卷 9，《四库全书》子部第 111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第 703 页。
[30]（明）陈祖绶：《皇明两京十三省地图职方表》卷下，明崇祯刊本，第 41 页。
[31]（明）周婴：《东番记》远游篇，福建师范大学手抄本，第 37 页。
[32]（清）曹履泰：《上过承山司尊》，曹履泰：《靖海纪略》卷 1，《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116）。
[33]（明）曹学佺：《湘西纪行》卷下《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明天启刊本，第 45 页。
[34]（明）张燮：《霏云居续集》卷 40《海国澄氛记》，明万历刻本，第 9 页。
[35]（明）张燮：《霏云居续集》卷 40《海国澄氛记》，明万历刻本，第 8 页。
[36]（明）参见张燮：《霏云居续集》卷 40《海国澄氛记》，明万历刻本，第 9 页。
[37]（清）黄宗羲：《赐姓始末》，《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114），第 6 页。
The Impression of Fujian People on Taiwan in Ming Dynasty
Chen Si
Abstract：In Ming Dynasty, Fujian people’s activities increased rapidly in Taiwan. Their activities became an insep-
arable part of the impression of Fujian people on Taiwan. So Fujian people had changed their position from the external
observers to the internal members, which led to the duality of impression of Fujian official and folk on Taiwan. In Ming
Dynasty, under the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ujian official and folk, the impression of Fujian People on Taiwan
became more and more clearly positive. This change reflected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Fu-
jian and Taiwan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Fujian; impression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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